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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苗族传统村落是地域文化、民族团结和利益关系的重要载体,系统研究其空间分布对保护传统村落、

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核密度分析、网格维分析、空间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苗族传统村落的

空间结构进行科学识别,并探寻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贵州省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上呈集聚特征,空间分异显

著;核密度最大值为雷凯台区域,呈倾斜“T”字形坐落特征。②苗族传统村落为无标度区,具有明显的分形结构特

征。自组织演化中围绕清水江和都柳江等地带展开,分形结构十分复杂。③苗族传统村落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

以东南为热点区、东北—西南为冷点区的分布格局。④苗族传统村落集中分布在海拔 500～1000m、地形起伏度 30～

70m、坡度 5°～15°、清水江与都柳江以及交通闭塞等地带;自然地理环境对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起着基础

性作用,苗族文化和苗族人口分布起着决定性作用,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闭塞的交通条件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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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是指形成年代较早，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社会、历史、科学和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

的村落[1]。少数民族村落作为传统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和发展民族经济的主要资源。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迁以及生活方式改变，少数民族传

统村落文化底蕴和生态景观逐渐消亡。2018 年，国家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意见，为民族村落的保护和

传承明确了方向和载体。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文化景观、地域风情、空间结构和影响机制等均不同于其他类型村落。因此，探

索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结构异质性，既对完善和深化聚落地理学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对振兴民族村落和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传统村落的研究日趋成熟。国外主要涉及农村社会变革[2]、乡村管治[3]、村落景观变化[4]和土地利用[5]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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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国内学者除了研究传统村落的景观文化[6]、耕读文化[7]和可持续发展[8]之外，还探索其空间分布格局，从全国宏观尺度上来

看，全国传统村落表现出核心—边缘结构，空间分布不均衡，呈南密北疏、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特征[9]，传统村落与区域的自然

环境、民族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
[10-11]

，具有河流、平原、经济和交通欠发达指向性特征
[12-13]

；从中观尺度上，中

部和东部地区的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集聚特征，总体呈带状、块状和面状的分布格局[1,14-15]。综上得知，传统村落研究集中在以

全国和中东部省域为主宏中观地域上，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规律研究较少。 

贵州省是中国传统村落分布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省域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苗族聚集区。苗族先民结合自然和人文环

境创建依坡而建、鳞次栉比、层叠而上的苗族村落，它折射出苗族人民的信仰崇拜、生态适应和结构认知等文化内涵，并在历

史进程中逐渐具有地域民族文化、乡村景观和布局的空间意义。以往贵州省传统村落的研究对象以威宁县回族和彝族[16-17]、黔东

南州苗族和侗族
[18-19]

为主，研究内容集中在村落的景观文化
[20]
、旅游活化与资源开发

[21]
等方面，鲜有从地理学角度在贵州省尺度

上以苗族传统村落为对象进行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系统研究。本文利用 ArcGIS空间分析法和数理统计分析法等方法系统研究苗

族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从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揭示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以期为贵州省苗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合理

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位于西南腹地，北连川渝、南接广西、西毗云南、东邻湖南，地处云贵高原，山脉众多，境内岩溶广布并形成特殊

的岩溶生态系统。研究区管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遵义市、铜仁市、六盘水市、贵阳市、毕节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安顺市 9 个市级单元。国土面积为 17.62 万 km
2
，常住人口为 3580 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36.11%，其中苗族人口最多，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 31.99%。研究区作为中国最大的苗族聚集区，其苗族传统村落数量远多于

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在选址和建筑风格上，苗族传统村落显示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特点，在和谐伦理观念上，苗族传统村

落表现出亲善和睦的人际关系，群体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对形成良好风俗、促进族群认同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积极意

义。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成为研究区的重要任务，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和出台了各种相关政策，如《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

发展的指导意见》《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中国第一部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省级条例）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等。 

1.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http://www.mohurd.gov.cn）公布的五批传统村落数据。截至 2019年

7月，研究区共有 724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本研究通过文献查找、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咨询和实地调研等方法获

取 724 个传统村落的相关资料并对其进行民族识别。借鉴前人研究成果[17]，本研究亦将苗族人口>30%的传统村落界定为苗族传

统村落，共计 286 个苗族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对象。为更准确研究贵州省苗族传统村落的地理分布规律，利用 GoogleEarth 获取

苗族传统村落的地理空间位置信息，将其导入 ArcGIS10.2软件中创建包含苗族传统村落解释变量指标数据和所有信息在内的空

间属性数据库。人均 GDP、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末苗族人口、公路通车里程数和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来源于县域统计数

据，贵州省行政边界矢量图、海拔和河流水系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提供（http://www.resdc.cn）。 

1.3研究方法 

1.3.1最邻近指数 

将苗族传统村落理解为空间上抽象的点，苗族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离散、随机和集聚三种分布模式
[22]

。采用最邻近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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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进行识别，其结果表征苗族传统村落在地理空间中的相互邻近程度。计算方法为： 

 

式中：r 为平均观测距离；ri为预期平均距离；R 为最邻近指数。当 R>1 时，苗族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模式为均匀或离散分

布；R<1时，为集聚分布；R=1时，为随机。 

1.3.2核密度分析 

虽然最邻近指数能反映苗族传统村落点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但未能观察其在空间上的集聚分布状况。利用核密度估计方

法量化苗族传统村落的空间密度特征[10]，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k（）为核密度方程；x 为苗族传统村落的位置；xi为落在以 x 为圆心的苗族传统村落；h 为宽带（h>0);n 为阈值范

围的点数；i取值为 0～1。 

1.3.3网格维分析 

点要素的空间复杂形体的有效性和不规则性通过分形理论中的网格维数反映和度量[23]。借助 ArcGIS10.2渔网工具对研究区

进行网格化（1×1、2×2、…），统计被苗族传统村落占据网格数 N(r)的变化，刻画苗族传统村落要素多层次的空间结构。假设

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分形特征，其表达式为： 

 

式中：a=D0为容量维；行号 i和列号 j为网格，网格中苗族传统村落个数为 Nij；苗族传统村落总数为 N，故概率为 Pij=Nij/N，

得信息量： 

 

式中：k（取值范围为 2～10）表示网格的分段数目，假设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是分形，则表达式为： 

 

式中：D1为信息维；I0为常数。D值为 0～2，当区域内苗族传统村落均匀分布，则 D=2；当区域内苗族传统村落具有向一条

地理线集中的态势，如河流水系、山脉、公路和海岸等，则 D接近为 1；当区域内有且仅有一个苗族传统村落，则 D=0。 



 

 4 

1.3.4空间相关分析 

空间相关分析是探测地理空间点要素的某一属性值与相邻点要素的值是否存在相关性。借助 Moran′sI和 Getis-OrdGi
*
探索

区域内苗族传统村落在空间单元的相关性和集聚分布态势[22]。 

1.3.5地理探测器 

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每个因素对苗族传统村落形成重要程度。它是探测空间分层异质性，并分析背后驱动因素的计量方法，

核心思想是如果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有重要影响，那么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应该具有相似性[24]。共包含 4个探测器，

本文选取因子探测器，探测苗族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性，探测某因子 X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属性苗族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使用 q

值进行度量，其算法如下： 

 

式中：h=1,2，…，L为 Y和 X的分层；Nh和 N分别是层 h和全区的单元数；σ2h和σ2分别为层 h和全区 Y值的方差；SSW

和 SST分别表示层内方差之和与全区总方差。q值为（0,1），值越大说明 Y的空间分异性越明显；若自变量 X由分层生成，其中

q值越大说明自变量 X对属性 Y的解释力愈强，反之愈弱[13]。 

2 苗族传统村落空间结构特征 

2.1空间分布模式与密度 

根据最邻近指数法测得苗族传统村落的期望最邻近距离为 10.80km，平均最邻近距离为 6.66km，显著性水平 P<0.01,Z值为

-12.40，表征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模式呈集聚型。 

如图 1所示，研究区苗族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特征，集中分布于东南部地区，其中以黔东南州最丰富，

占总数的 73.08%，贵阳、毕节、六盘水和黔西南 4 市分布最少，均仅占总数的 0.35%。从核密度空间分布来看，苗族传统村落

核密度在空间上形成一级中心、次级中心环绕分布格局，并近似倾斜“T”字坐落特征。一级中心为雷山县大部分、凯里市和台

江县北部交界地带所构成的雷凯台一级聚集区，次级中心围绕一级中心雷凯台地区向四周扩散分布，并呈现等级逐级降低的趋

势。苗族传统村落核密度最低值分别分布在中部的贵阳市和中西部的安顺市、北部的遵义市以及西北部的毕节市、西南部的黔

西南州和西部的六盘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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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贵州省苗族传统村核密度分布图 

2.2空间分布复杂性 

借助分形理论中的网格维模型分析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复杂性。在含有苗族传统村落的矢量地图上绘制能覆盖整个研究区的

矩形并对网格分割，设置矩形边长为 1 个单位后对其分割为 K 等分，根据网格维模型统计含有苗族传统村落的网格数 N(r)和每

个网格中的苗族传统村落数量 N(ij)，测算 Pij(r)、N(r)和 I(r)（表 1）。将（N(r),K）与（I(r),K）分别导入 Origin9.0 软件中

绘制出双对数散点图，获得苗族传统村落的容量维 D0与信息维 D1。 

研究区内苗族传统村落的测定系数为 0.9952（图略），苗族传统村落系统在测算尺度内为显著的无标度区，表征较为明显的

分形结构特征。容量维 D0(1.1305）与信息维 D1(0.6154）具备了 D1<D0<2的特征，两者相差较大，也说明苗族传统村落系统分形

结构十分复杂。容量维 D0与信息维 D1均接近于 1，表明整体上苗族传统村落在空间尺度上分布较为集中，并向某个地理线集中

分布的特征。进一步结合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研究，发现其自组织演化中围绕黔东南州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等地势较低的河

谷地带展开。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民族压迫等历史原因，苗族人陆续从武陵山区等地迁徙至研究区东南部地区，进而促进苗

族传统村落的产生和发展。此外，《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等实

施为黔东南州苗族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有利条件。 

2.3空间相关性 

为了刻画县域单元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相关程度，利用 Moran′sI 进行计算，结果见表 2。贵州省苗族传统村落的

Moran′sI 估计值为 0.6718，正态统计量 z 值为 5.4257(z 值远大于置信水平临界值 2.58),P<0.01 检验效果较为显著，表征苗

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 

通过 ArcGIS10.2软件生成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热点图（图 2）。从苗族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热点图来看，其空间相关性较

为明显，呈现以东南为热点区、东北—西南为冷点区以及周围为次冷区与次热区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为单中心格局，主要分布

在东南部的雷山县、丹寨县和榕江县等 5 个边缘区域，呈现以横向连续带状分布态势。冷点区为双中心格局，主要分布于中西

部的六枝区、西秀区、镇宁县和紫云县与北部的桐梓县、汇川区和余庆县等，分别呈现以两个竖向连续带状分布态势。统计结

果显示，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占研究区的 28.41%，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占研究区的 14.77%，苗族传统村落形成以冷点区为主。总的

来说，贵州省苗族传统村落冷点区和热点区空间分异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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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贵州省苗族传统村落网格维数测算数据 

K 2 3 4 5 6 7 8 9 10 

N(r) 4 8 11 14 18 23 27 30 34 

I(r) 0.6148 1.2229 1.5175 1.9791 1.8566 2.2090 2.4564 2.6792 2.5952 

 

表 2贵州省苗族传统村落全局 Moran's I指数 

全局 Moran's I指数 0.6718 

预期指数 -0.0278 

方差 0.0166 

z得分 5.4257 

p值 0.0000 

 

 

图 2贵州省苗族传统村热点分布图 

2.4空间分布特征 

2.4.1““集台地”指向性分布 

通过对苗族传统村落分布的海拔和地形起伏度进行分析（图 3），结果显示，苗族传统村落集中分布在海拔 500～1000m，总

计 199 个，约占总数的七成，而>1000m 的高原区域分布数量极少。苗族传统村落集中分布在地形起伏度 30～70m 台地区域，占

总数的 60.84%，其次为平坝和丘陵地区。地形起伏度>70m的区域落差较大，泥石流、崩塌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较为频繁，土

壤侵蚀较为严重；高原区域寒冷缺氧且岩石破碎，生态环境独特且脆弱，村落分布于此容易造成各种安全隐患[16]。 

2.4.2““靠斜坡”指向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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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是苗族传统村落选址和分布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坡度分级采用国际地理学会地貌调查与制图委员会划分方案[25]，研究

发现，苗族传统村落随坡度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少的空间分布规律（表 3），集中分布于斜坡区域（41.61%）。苗族传统村落在平原

至微倾斜平原和缓斜坡分布较少，是因为研究区内坡度 0°～5°的面积较少。陡坡 15°～25°的区域地势起伏较为明显，但具

有一定的土壤资源，农业耕作环境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34.29%，故有 90 多个苗族传统村落分布。坡度>25°的区域，土壤侵蚀极

强烈，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系统极为脆弱，不适宜进行农耕活动和村落选址。黔东南州内坡度 0°～15°的区域占研

究区总面积的 39.79%，拥有较好的农业耕作区，地理环境适宜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生产生活便利且生活成本低，成为苗族传统

村落集聚区域；而北部大部分地区地势险要、峡谷深切、土壤贫瘠，因此，苗族传统村落分布数量较少。 

2..4.3““向阳坡”指向性分布 

山地不同坡向的热量、光照、降水、温度等影响物种的丰富度，对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具有约束作用，从而对村落的选址产

生重要影响[26]。通过对苗族传统村落的坡向分析（表 4），结果发现，东坡和南坡等阴坡（0°～90°和 270°～360°）和阳坡

（90°～270°）均有苗族传统村落分布，且分布差异较为明显，主要集中分布于阳坡（171个）。阴坡多以阴雨寒冷天气为主，

阴雨时间较长，缺少足够热量，不适宜人类进行生产生活，故苗族传统村落分布较少。而阳坡雨量充沛、光照充足、热量丰富，

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为人类农业生产生活奠定了良好的自然环境，从而成为苗族传统村落的主要分布区域。 

 

图 3贵州省苗族传统村在地形地貌分布 

表 3贵州省苗族传统村落所在坡度统计表 

坡度分级 坡度(°) 村落数量(个) 占比(％) 

平原至微倾斜平原 0～2 12 4.20 

缓斜坡 2～5 28 9.79 

斜坡 5～15 119 41.61 

陡坡 15～25 92 32.17 

急坡 25～35 27 9.44 

急陡坡 35～55 8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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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贵州省苗族传统村落所在坡向统计表 

坡向 坡向范围(°) 村落数量(个) 占比(％) 

北坡 0～45和 315～360 61 21.33 

东坡 45～135 73 25.52 

南坡 135～225 86 30.07 

西坡 225～315 66 23.08 

阳坡 90～270 171 59.79 

阴坡 0～90，270～360 115 40.21 

 

2.4.4“沿河流”指向性分布 

研究区雨量充沛，河流水系丰富，对苗族传统村落的选址和定居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沿河到>10km距离，苗族传统

村落分布呈现逐渐减少的规律（表 5），其中距河流<2km 苗族传统村落分布最多（74 个），占总数的 25.87%，其次为 2～4km(71

个）和 4～6km(54 个），分别占 24.83%和 18.18%，表征沿水而建是苗族传统村落的普遍特征。河流水系是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

必需品，距水源地近既有利于降低生活成本又为农业生产和发展提供保障。除了提供重要水源外，河流的通航能力也极为重要，

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27]。北部地区河流仅占研究区总河流的 30%，而南部地区河流分布较多，占 70%。清水江是研

究区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湖湘地域文化通过该河流传入东南部地区的苗疆要地，都柳江历代为黔桂两省水上交通要道，也

加强了苗疆要地与广西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2.4.5“远交通”指向性分布 

交通落后的区域对苗族传统村落具有保护作用。通过对苗族传统村落与地级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和市界探究，结果表明，

距离中心城市 20km内的苗族传统村落仅分布 12.31%。表征苗族传统村落大多分布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偏远山区，空间位置较为

边缘，村落与城市之间空间距离较为遥远，要素流动以及互动性较差。研究区 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传播与交流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而直接保护和保留了苗族传统村落的原始属性[28]。 

表 5贵州省河流缓冲区苗族传统村落分布表 

距河流距离(km) <2 2～4 4～6 6～8 8～10 >10 

村落数量(个) 74 71 52 45 30 14 

占比(％) 25.87 24.83 18.18 15.73 10.49 4.90 

 

3 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 

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环境对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起着基础性作用，苗

族文化和苗族人口分布起着决定性作用，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闭塞的交通条件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图 4）。借鉴相关研究成

果[9,13,29]，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归纳提炼出苗族传统村落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综合考虑指标因素的关联性、科

学性和获取性，本研究筛选地形地貌、坡度坡向、河流水系、社会经济、人口数量、交通条件和文化遗产 7项影响因素，其中，

地形地貌包括海拔和地形起伏度，社会经济包括人均 GDP 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各指标数据按自然断点法分为 9 类，利用地

理探测器测算各指标因子对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的解释力。结果显示（表 6），各因素影响力排序为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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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0.8680）>年末苗族人口（0.7695）>公路通车里程数（0.5940）>河网密度（0.5126）>坡度（0.5076）>海拔（0.4962）>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0.4598）>地形起伏度（0.4031）>人均 GDP(0.3948）>坡向（0.2494）。 

3.1苗族文化与苗族人口分布 

苗族文化和苗族人口分布是影响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最重要动力。本文对苗族传统村落受文化和人口的影响进行探究，

探测值 q显示苗族文化和苗族人口对苗族传统村落的影响程度最大，q值分别为 0.8680和 0.7695，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苗族

传统村落是苗族文化传承延续的土壤，苗族文化丰富了苗族传统村落的内涵，增加了苗族传统村落的魅力，反映了苗族传统村

落的分布和形态结构。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历史原因，苗族先民纷纷从武陵山区等地迁徙至研究区黔东南州等地区。苗族氏

族宗族的权威、迁移的归属感、氏族血缘关系、一致的民间宗教信仰等群体意识形态，促使苗族群体成为聚集的居住模式。这

是以地域关系、民族团结和群体利益强化的居住模式。可见，苗族文化为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提供肥沃的“文化土壤”，苗

族人民迁徙、繁衍和定居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村落分布，促进苗族传统村落空间结构形成和发展。 

 

图 4贵州省苗族传统村落空间结构影响机制 

3.2交通条件 

交通落后是影响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交通条件（X6）探测结果显示 q值较大且通过检验，表明区域交通落后

对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较大。位于台地、丘陵的苗族传统村落，其空间位置较为偏僻、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与城市

的要素流动以及互动性较差，加大了与外界联系的空间和时间成本，致使其受到外界干扰和影响较少，进而接间或直接为具有

民族文化、地域特色的苗族传统村落的延续和保留提供了便利条件。但相对封闭的环境和较弱的经济联系强度，在保留了苗族

传统习俗的同时，也给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3.3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框定了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地形地貌（0.4962和 0.4031）、坡向坡度（0.2494和 0.5076）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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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河流水系（0.5126）是构成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的基础框架，制约了苗族传统村落的布局形态、扩展形势、规模和密度。

贵州省的苗族传统村落主要为农耕性聚落，拥有较好的耕作土壤、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河流密布是农耕生产的基础以及适宜

人居，从而影响苗族传统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3.4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落后对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人均 GDP(0.3948）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

入（0.4598）制约着苗族传统村落发展规模和发展能力，是影响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伴随农村经济转型、信息

化和工业化进程推进，地形起伏较大、坡度较陡、远离大城市且高海拔的苗族传统村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些苗族传统村

落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已无法满足年轻一代的需求，导致年轻一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背井离乡，最终致使苗族传统村落

逐渐消亡。与城市空间距离较为靠近的苗族传统村落，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推进，催生千篇一律、毫无特色的新苗族村落。

从全国传统村落分布来看，其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联系，传统村落的延续和传承主要分布在经济十分较落后

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区域，与外界联系受到诸多限制，遭受外来文化入侵较弱，故苗族传统村落能够延续自身独

特的风俗习惯，民族特色建筑、民族语言和民族服饰等民族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村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护。 

表 6贵州省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异影响因子探测结果 

序号 探测因子 指标因素 q值 

X1 地形地貌 
海拔 

地形起伏度 

0.4962*** 

0.4031 

X2 坡向坡度 
坡向 

坡度 

0.2494 

0.5076* 

X3 河流水系 河网密度 0.5126*** 

X4 社会经济 
人均 GDP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0.3948 

0.4598* 

X5 人口数量 年末苗族人口 0.7695** 

X6 交通条件 公路通车里程数 0.5940* 

X7 文化遗产 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0.8680***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4 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本研究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苗族传统村落的地理空间结构进行了科学识别，并对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性探究。结果表明： 

(1)贵州省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上呈集聚模式，且空间分异十分明显。苗族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特征，

集中分布于东南部地区，呈倾斜“T”字形坐落特征，核密度格局为雷山县大部分、凯里市和台江县北部交界地带所构成的雷凯

台单核聚集区。 

(2)苗族传统村落为显著的无标度区，具有明显的分形结构特征。自组织演化中围绕地理线清水江和都柳江等地势较低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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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地带展开，系统分形结构较为复杂。 

(3)苗族传统村落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以东南为单核中心热点区、东北—西南为双核中心冷点区的分布格局。热冷

点区南北、东西差异较为明显，热点区分布雷山县、丹寨县和榕江县等，呈横向连续带状分布；冷点区分布六枝区和紫云县与

桐梓县和余庆县等，呈两个竖向连续带状分布。 

(4)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受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综合作用较明显。苗族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海拔 500～1000m、地形起伏

度 30～70m、坡度5°～15°、清水江和都柳江以及交通落后地区，苗族文化、苗族人口、交通闭塞、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

落后对苗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程度不同。 

4.2讨论 

黔东南州地区等海拔较低的山地，由于地处偏僻、临近水源、苗族聚集、交通闭塞和经济落后，村落较容易存留，故苗族

传统村落分布数量较多。社会经济发展对传统村落延续具有反向性作用，目前诸多研究证明了这一论点。贵阳市、遵义市和安

顺市等地区，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推进，交通条件较为便利，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不断聚集农村人口，导致

人口稀少的村落会随着人口迁移和劳动力转移而消亡，因而该区域当前分布的苗族传统村落较少。这表征苗族传统村落的空间

分布具有深刻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烙印，即自然地理环境是苗族传统村落形成的重要因素，民族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苗

族传统村落延续与长存。 

本文以贵州省 286 个苗族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但未触及苗族传统村落的关联性、内部结构、形态特征和文化内涵等研究

内容。作为中观尺度的实证研究，苗族传统村落的关联方向、关联程度、关联类型、社会关联网络分析、农业生产和农户生计

方式等可作为未来研究方向。将苗族传统村落关联性、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属性与其空间分异因素统一起来，进一步提升对苗

族传统村落形成机理的诠释力度。 

本文的苗族传统村落是通过省政府申报和中央审批具有代表性的乡村聚落“样本”，村民的积极性与地方政府的支持等对

“样本”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研究发现苗族除了聚居于黔东南州外，还集中分布于黔南州、黔西南州和安顺市，但该

区域苗族传统村落分布较少且较为分散。因此，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村民应重视和积极申报传统村落。另外，吸引和留住

人才是保护和传承苗族传统村落的关键。由于农村常年缺乏技术和人才，导致大量的青年劳动力外流，又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

下不可能同时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故应鼓励资本下乡，鼓励知识、教育、管理、技术、人力资源等要素参与到村落开发利用

中，扩展村民的生计方式和实现可持续生计，促使村民立足于家乡并获得丰厚的报酬。振兴乡村的最终目标是“造人”，要发

掘本地年轻人的热情和积极性，培养出一大批既有实践能力又能扎根于本地区的人才，让传统村落在保护与发展中保持独特的

魅力并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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